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９－２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制造业应对碳关税的预警机制与系统策略研究”（１２ＣＪＹ０３７），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算与绿色转型机制设计”（ＮＣＥＴ－１３－００５２）。

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了吗？

———基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视角

韩　晶１，陈超凡１，冯　科２

（１．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２．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中国经济３０多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而健全的环境规制体制
是协调经济与环境矛盾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的文献中，多数学者以验证“波特假说”为出发点，对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直接着眼于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文献
甚少。那么，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能实现双赢吗？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就会发现：（１）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适度的环
境规制会促进产业升级；虽然中国的环境规制已经对产业升级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环境
规制强度与产业技术复杂度交互项系数值较小，说明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的效果还有待提高；
（２）就区域差异而言，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东
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高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系也更加健全；（３）不同的环境规制类型对产
业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市场化规制工具相比行政化规制工具能够更大程度地推动产
业升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沿海省份更加倾向于使用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４）产业升级同样也
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丰裕、金融市场发达都将对产业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产
业升级对于传统资源、市场接近度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对中国而言，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的政
策含义主要有三点：第一，应健全环境规制体系，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针对地区及行业实际
制定动态的环境规制标准；第二，应注重优化环境规制的调节手段，更多地选择市场化规制工具；
第三，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在推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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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以年均９．８％的速度保持了３０多年的高
速增长，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因高
投资、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环境和
生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当今世界污染最严重
的２０个城市中，中国占据半数席位。如何实现中
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党的

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了环境和生态建设，更把“美丽
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为了建设“美
丽中国”，扭转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中国需要进一
步健全环境规制体制，以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生
态保护的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可持续发展是需要产业升级进行支撑的。

那么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之间能实现“双赢”吗？
当前直接研究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文献尚不多

见，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于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技
术创新和产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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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第一种观点是“遵循成本说”。该观点认为由于
受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需要额外支付一定的污染
治理费用，这将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
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此被削弱（Ｇｒａｙ，１９８７）。

Ｊａｆｆｅ和Ｐａｌｍｅｒ（１９９７）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
治污开支，同时间接提升生产要素价格，因此给企
业带来较大成本负担。傅京燕和李丽莎（２０１０）在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证研究
中发现环境规制将对产业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种观点是“创新补偿说”。Ｐｏ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出企业的“创新补
偿效应”，使得被规制的企业在变动约束的条件下，
提升其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和技术创新及进步的能

力。Ｌａｎｊｏｕｗ和 Ｍｏｄｙ（１９９６）使用美国、日本和德
国的相关数据考察了环境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之

间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
具有正相关性。Ｂｒｕｎｎｅｒｍｅｉｅｒ和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３）构
建以美国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１４６个制造业数据为基础
的面板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与产业技术创新之
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是，污染治理成本与技术创新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环境规
制对技术创新和企业（产业）绩效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Ｂｏｙｄ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考察了美国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
环境规制对纸浆和造纸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
明，环境规制政策的产出增加和产出损失效应并
存。Ｌａｎｏ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以加拿大魁北克地区１７
个制造行业为样本，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生产
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长时段内能促进
产业生产率的提升，但短期内，这种影响为负。沈
能、刘凤朝（２０１２）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
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
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
好的支持。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和产

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
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
间。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环
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的关系，关于环境规
制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属稀少，本文将直
接着眼于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关系的考察。

以往学者们忽略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没有
从市场化规制和行政化规制的角度加以分析，对环
境规制分类研究有利于得到更加可信的研究结论。

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与产业发展
的研究多采用线性估计法，而双重差分法能将地域
特征和产业特征结合起来，是一种更加稳健的区域
产业分析方法。此外，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有效地
控制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保证了结果的有效
性和可信度。

二、数理推导及研究假说

（一）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
从长期来看，一个产业的升级最终依赖于该产

业的技术进步，“创新补偿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够
改变产业的研发激励，从而影响产业的技术创新和
增长速度。产业技术复杂度主要反映了产业生产
的专业化水平及其对中间产品的使用程度特别是

对技术型资本的密集使用程度。根据斯密的劳动
分工理论，如果某一产业的劳动分工越细致，要素
市场和中间产品市场的发育越完善，将带来更大程
度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也将更大程度地促进产
业的优化升级。Ｈａｕｓｍａｎｎ和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３）的研
究认为，出口企业在生产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过
程中需要建立较为复杂的生产关系，因而只有那些
生产效率和产业发展层次较高的国家能够密集生

产这类产品。Ｃｏｓｔｉｎｏｔ（２００９）认为，技术较为复杂
的产品具有专业化分工的优势，技术水平和人力资
本水平较高的国家能够在专业化生产该类产品上

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因此，

本文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构建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数理模型。

借鉴张成等（２０１１）的研究方法，我们假设，在
一个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厂商进行
生产活动，随着生产的扩大，产生的污染也增多。

假设企业的收益函数为：Ｐ·Ａ　Ｋ（ ）Ａ ｆ　Ｋ（ ）Ｐ ，其中

Ｐ代表产品价格，ＫＡ 、ＫＰ 分别代表生产中的技术
复 杂 度 较 高 的 技 术 资 本 投 入 和 资 本 投 入，

Ａ　Ｋ（ ）Ａ 代表生产技术复杂水平，ｆ　Ｋ（ ）Ｐ 代表既
定技术复杂水平之下的产出水平，则厂商的产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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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可以表示为Ｆ＝Ａ　Ｋ（ ）Ａ ｆ　Ｋ（ ）Ｐ ＝Ａ·ｆ ①。由
于厂商生产过程中将排放污染，而污染具有负外部
性，由此引入环境规制 （ ）ＥＲ 。
假设厂商在环境规制的激励下，能够产生“创新

补偿效应”，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
产业升级。我们用ＩＵ表示产业升级，其由两方面构
成，一是产业技术复杂水平（Ａ），二是由于环境规制
的影响从而增加的治污投入水平（Ｅ），进一步假设
产业升级函数是可分离的，则ＩＵ ＝ＩＵＡ ＋ＩＵＥ ，

ＩＵ′＝ Ａ，（ ） ＞０，ＩＵ′＝ ，（ ）Ｅ ＞０。同时，厂
商的排污函数为Ｗ ＝ Ｆ，（ ）Ｅ ，它是厂商产出水平
（Ｆ）和环境规制影响下污染治理投入水平（Ｅ）的函
数。根据Ｆｏｒｓｔｅｒ（１９８０）、Ｓｅｌｄｅｎ和Ｓｏｎｇ（１９９５）等
对污染函数性质的描述，Ｗ′ ＝ Ｆ，（ ） ＞ ０，

Ｗ′＝ ，（ ）Ｅ ＜０，也就意味着污染排放随着产出
的提高而增加，但污染排放将伴随环境规制工具带
来的厂商治污投入的增加而减少。我们用μ（０＜

μ＜１）来表示环境规制的强度系数，那么厂商利
润最大化的优化行为是：

ＭＡＸπ＝Ｐ
－

Ａ　Ｋ（ ）Ａ ｆ　Ｋ（ ）Ｐ －μＡ　Ｋ（ ）Ａ ｆ　Ｋ（ ）［ ］Ｐ

（１）

ｓ．ｔ．ＥＲ＝Ｗ　Ａ　Ｋ（ ）Ａ ｆ　Ｋ（ ）Ｐ ，μＡ　Ｋ（ ）Ａ ｆ　Ｋ（ ）［ ］Ｐ

（２）
由此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Ｌ ＝ Ｐ　Ａ　Ｋ（ ）Ａ ｆ　Ｋ（ ）Ｐ －μＡ　Ｋ（ ）Ａ ｆ　Ｋ（ ）［ ］Ｐ ＋
κ｛Ｗ［Ａ（ＫＡ）ｆ（ＫＰ），μＡ（ＫＡ）ｆ（ＫＰ）］－ＥＲ｝ （３）
进一步，我们可以求出厂商最优化的一阶

条件：

Ｐ（１－μ）Ａ
′ｆ（ＫＰ）＋κＡ′ｆ（ＫＰ）［ＷＦ＋μＷＥ］＝０

（４）

Ｐ（１ － μ）Ａ（ＫＡ）ｆ
′（ＫＰ）＋ κＡ（ＫＡ）ｆ′（ＫＰ）

［ＷＦ＋μＷＥ］＝０ （５）

－ＰＡ（ＫＡ）ｆ（ＫＰ）＋κＷＥＡ（ＫＡ）ｆ（ＫＰ）＝０
（６）

由此，进一步得到：Ｐ＝κＷＥ ，将其代入（４）得
到：

ＷＥ ＝－ＷＦ （Ｗ／Ｅ＝－Ｗ／Ｆ） （７）
（７）式反映的是在厂商面临一定的环境规制标

准时，最优选择是使得生产中边际污染的增加等于

治污投入带来的边际污染的减少。也就是说，当厂
商面临较低环境规制时，其排放的污染就较多，而
当这种环境规制水平较高时，厂商排放的污染就会
减少。进一步分析，由（４）（６）（７）式我们可以推出

Ｗ／ＫＡ ＞０，同时由于Ｐ　１－（ ）μＡ′·ｆ＞０，得
出κ＜０，代入（６）中得Ｗ／μ＜０，这说明了厂商
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环境规制影响，其对治污投入

不断增加，污染排放将会不断下降。

接下来，我们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视角考察环

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根据ＩＵ　Ａ，（ ） ＞０，

有ＩＵ
Ａ ＞０，可推：

ＩＵ
Ａ ＝ＩＵＷ ＊

Ｗ
Ａ＋

ＩＵ
Ｗ ＊

Ｗ
Ｅ＊

Ｅ
Ａ＞

０

（８）

由Ｗ／Ａ ＝ ＷＦｆ＋ＷＥμｆ，ＷＥ ＝－ＷＦ ，

Ｅ／Ａ＝μｆ，可得：

ＩＵ
Ａ ＝ＩＵＷ ＊

（ＷＦｆ－ＷＦμｆ）－ＷＦμ［ ］ｆ ＞０

（９）

又因为ＩＵ ＝ＩＵＥ＋ＩＵＡ ，得到：

ＩＵ
Ａ ＝

（ＩＵＥ

Ｗ ＋ＩＵＡ

Ｗ
）＊ ＷＦｆ（１－２μ［ ］）＞０

（１０）

μ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不断增大，根据
（１０）可推出，当０＜μ＜０．５区间时，ＩＵＥ／ＩＵ＜０，

ＩＵＡ／Ｗ ＞０②，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水平较低，随
着环境规制的提高，企业的排污量将会下降，但此时

的技术复杂水平也会同时下降，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产业升级；当μ＞０．５并趋向于１时，［ＷＦｆ（１－２μ）］

＜０且ＩＵＥ／Ｗ →０，得ＩＵＡ／Ｗ ＜０，此时产业
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与污染物排放呈负相关，这意味

着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高度，环境规制强度很高，企

业的排污量会进一步减少，产业层次将会随着产业

中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上升，产业发展

将实现优化升级。

（二）本文的研究假说

根据上述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

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环境规制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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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此我们假设以技术复杂度衡量的生产中的技术水平是希克斯中性的。

１－２ｕ＞０，ＷＦ ＞０，Ｗ／Ｅ＜０，ＩＵＥ ＞Ｅ＞０，所以有ＩＵＥ／Ｗ ＜０，ＩＵＡ／Ｗ ＞０。



时，可能会额外增加产业“治污成本”的开支，挤占
一部分的产业研发投资，从而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产生不利影响。但从一个动态长期发展的环境
规制水平考虑，随着环境规制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个较高标准时，“创新补偿”效
应将会占主导地位，能够有效抵消“遵循成本”带来
的负面影响①，因此能够更大程度地刺激产业的技
术进步从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由此，提出本文的
核心假说：

假说一：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那些环境
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技术创新和复杂程度更高的
产业将会获得更多的发展，即高环境规制将推动产
业升级。
环境规制按照其传导机制可分为行政化工具

和市场化工具。行政化规制工具多是以行政法规
和制度要求，对环境污染行为和排放标准等进行直
接规制，或通过行政手段和命令要求，分配环境资
源的一种指令机制。市场化规制工具是借助于市
场的力量，通过税费形式或排放许可证交易等经济
工具，将企业外部费用内部化，以市场机制分配环
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我们认为，市场化规制工
具相比行政化工具能够更大程度地节约成本②，激
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因而对于引导产业绿色发展和
结构转型，促进产业升级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基
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假说二：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将对产业升级产
生不同的效果。
一些外部因素也会对产业升级带来较为明显

的影响。第一，资源禀赋。根据经典的比较优势理
论，在某种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区，密集使用该种资
源的产业会获得更快的发展，促进该类型产业相对
份额的上升，进而形成该种产业的比较优势。第
二，金融市场。Ｒａｊａｎ和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的研究表
明，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一国会计核算和信息披
露制度的完善，能够降低企业外部和内部融资的成
本差，因而能够更好地促进依赖外部融资型产业的
发展。第三，区域位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

证明，沿海省份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中都具有独
特优势，从而促进地区外向型产业的成长。基于以
上分析，提出假说：

假说三：资源禀赋丰裕、金融市场发达、国外市
场接近度高的地区更有利于产业升级。

三、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实证模型
“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又

称为“倍差法”，我们假设对于每一个观测值ｉ而
言，因变量ｙ可以表示成一个随时间ｔ和观测组ｓ
而变化的方程，引入交互效应，可建立基本的双重
差分模型如（１１）。其中，Ｄｓ和Ｄｔ分别表示由虚拟
变量控制的截面和时间的固定效应，ＤｓＤｔ 为交互
效应，Ｘｉｓｔ为控制变量集。

ｙｉｓｔ＝γＤｓ＋λＤｔ＋δ ＤｓＤ（ ）ｔ ＋φＸｉｓｔ＋εｉｓｔ （１１）

近年来，由“双重差分模型”改进而来的“固定
效应模型”被广泛用来分析区域特征和产业特征的
交互作用。Ｒａｊａｎ和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最早使用此模
型分析跨国金融发展与产业增长的关系，其核心思
想在于借助模型分析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的交互

项，其中以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反映国家特征，以各
产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度反映产业特征，他们认为
依靠外部融资的产业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能够

获得相对较快的发展，假如上述的论断成立，那么
交互项的系数为正，这个分析框架与本文的研究思
路契合，本文对产业升级的研究是将地域特征与产
业特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具体来说是区域的环境
规制强度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这是一般的线性
估计无法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构建的双重差分模
型如下：

Ｓｔｒｕｉｊ＝αｉ＋φｊ＋βＥＲｉ＿ＳＰＥｊ＋ξ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εｉｊ
（１２）

其中，αｉ、φｊ分别代表省级区域（省份）和产业
的固定效应，Ｓｔｒｕｉｊ代表ｉ省区ｊ产业在该省工业
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代表一系列控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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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事实上，从Ｐｏｔｅｒ（１９９５）、Ｌａｎｏｉ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以及众多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推断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在时
间维度上存在“Ｕ”型关系，而我们关注的重点在当产业发展至一定高度，高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正向影响，

即越过了“Ｕ”型拐点之后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Ｔｉｅ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１）将行政化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有效性与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作对比，发现为达到相同的环境质
量标准，行政化环境规制工具所耗费的成本是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的几十倍。



量，εｉｊ为随机扰动项。核心变量为交互项ＥＲｉ＿

ＳＰＥｊ，其中ＥＲｉ 代表ｉ省份环境规制水平，ＳＰＥｊ
代表ｊ产业的技术复杂程度。所有变量的取值均
是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的平均值。核心变量（交互项）的
系数值β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回归方程的意义在于
环境规制强度ＥＲｉ 与产业技术复杂度ＳＰＥｊ 的交
互作用会影响产业的份额，如果β显著为正，则说
明环境规制越严厉，那些技术复杂程度越高的产业
的相对份额将上升的越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
下，意味着环境规制能有效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

（二）变量的度量
（１）环境规制强度（ＥＲ）。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分为市场化和行政化两方面，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
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
文分开来衡量。

①行政化指标（ＥＲｐ）：（工业污染治理本年度
完成投资合计／工业总产值）＊１０００。行政化环境
规制工具多是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如政府制定的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设定排放标准、技术规定等，多数
指标难以量化考察，因此本文从各省份工业污染治
理投资的角度来衡量行政化环境规制。

②市场化指标（ＥＲｍ）：排污费。根据马士国
（２００９）的研究，排污费是一种重要的市场化环境规
制工具。它根据排污量来征收税费，能够通过市场
信号来影响排污者的行为决策，而不是通过制定明
确的污染控制水平或方法来规范排污者的行为

（Ｈｏｃｋ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因此这是一个很好地
衡量市场化环境规制的工具。

（２）产业的技术复杂程度 （ＳＰＥ）。根 据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等文献的普遍做法，我们认
为采用各产业对中间产品的使用情况来衡量产业

技术复杂度较为合理，即如果某一产业的劳动分工
越细致，将带来更大程度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也将更大程度地促进该产业的优化升级。但这种
衡量方法也有一定的不足，因为仅仅使用各中间产
品占总中间产品的比例并不能很好地刻画出其使

用的中间产品的种类特征，即如果某产业使用中间
产品的数量很多，但只集中于某一两种中间产品，
依然不能说明该产业技术复杂程度高。参照安苑
和王珺（２０１２）和其他众多文献的方法，我们最终采
用中间产品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构建产业技术复杂

度指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简称赫芬达尔指

数（ＨＨＩ），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因
此能够较好地刻画出一个产业集中使用中间产品

的程度，本文构建的 ＨＨＩ指数如下：

ＨＨＩ＝∑
Ｎ

ｊ＝１
Ｘｊ／（ ）Ｘ　２＝Ｓ２ｊ （１３）

其中 ＨＨＩ表示中间产品的赫芬达尔指数，
（Ｘｊ／Ｘ）表示ｊ产业中间产品的使用占总中间产品使

用的比值，∑
Ｎ

ｊ
Ｓ２ｊ 表示平方和加权。同时，我们采用

（１－ＨＨＩ）表示某种产业使用中间产品的多样性，用

ＳＰＥ表示。基于此，我们对于产业技术复杂程度的
估算方法是：通过中国投入产出表细分的二位数各
产业使用中间产品的情况，计算出ＳＰＥ指数。

（３）控制变量。根据研究假说３及“双重差分
法”在分析产业升级时的一般做法（Ｃｏｓｔｉｎｏｔ，

２００９；盛丹、王永进，２０１０），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ｊ主要有：

①区域人力资本禀赋与产业中人力资本使用
密集度交互项（ＨＲｉ＿ＩＥｊ），区域特征用平均受教育
年限对人力资本的禀赋来衡量，计算方式为：（小学
受教育人数＊６＋初中受教育人数＊９＋高中受教
育人数＊１２＋大学受教育人数＊１６）／总受教育人
数；产业特征用全产业从业人员中，科技人员所占
比重来衡量。②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与产业自然资
源使用密集度交互项（ＺＲｉ＿ＮＩｊ），区域特征采用各
地区采矿业年末总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产
业特征采用各产业使用采矿业中间投入占总增加

值比重来衡量。③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对外
部融资的依赖度的交互项（ＪＲｉ＿ＦＮｊ），区域特征以
区域存贷总量占 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根据 Ｒａｊａｎ
和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的计算方法，产业特征以长期负
债与固定资产原价之比表示。④区域国外市场接
近度与产业外国直接投资水平交互项（ＭＡＲｉ＿

ＦＯＲｊ）。采用黄玖立和黄俊立（２００８）的方法，区域
特征用各地区省会城市到海岸线距离的倒数来表

示；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以外商投资（含港澳台
商投资）工业增加值率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最新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为２００７年版，鉴于

环境统计数据及产业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我们
将研究时期定为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所有变量的取值
均是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的平均值，个别变量或个别年
份有数据缺失的，按平均增长率进行推算并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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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实证研究数据来自各期《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国投
入产出表、中经网数据库数据。各省会城市到海岸
线距离从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上读取。区域数据中，鉴于
统计数据的完整性，排除西藏，同时将重庆并入四
川一起计算，中国大陆地区共２９个省级单位；产业
数据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及部分产业数据的

残缺性，我们对产业数据进行整合和剔除，以投入
产出表产业分类为基本标准，最终选择出两位数产
业部门共２３个。

四、实证分析

（一）初步回归结果
从表１中的初步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核心

变量，即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交互项
系数值表现得较为稳定和一致。在表１的（１）、（４）

中，控制了省份和产业固定效应之后，两个环境规
制指标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且
高度显著，表明产业技术复杂度越高，其份额受到
环境规制的正面影响越大，验证了核心假说１，即
当产业发展至一定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达到一定高
度之后，其倾向于促进产业升级。但系数值较小，
说明就中国整体来看，产业层次和环境规制虽然已
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环境规制已经对产业升级起到
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产业层次和环境规制总体水
平仍然偏低，因此，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的效果
还有待提高。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说１，我们进行了
区域比较，从表１看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升
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东部地
区产业发展层次强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系也
更加健全，因此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的效果相比
于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说１。

表１　初步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Ｐ＿ＥＲｐ
０．０００４＊＊＊

（９．４４６２）
０．０００５＊＊＊

（９．４８６０）
０．０００９＊＊＊

（１２．４６４２）

ＳＥＰ＿ＥＲｍ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３１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１２．６１４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８７３３）

ＨＲ＿ＩＥ
０．０７０１＊＊＊

（１８．３５２０）
０．０６８３＊＊＊

（１８．２３０１）
０．０５４０＊＊＊

（１５．１４４３）
０．０５６２＊＊＊

（１５．１００７）

ＺＲ＿ＮＩ
１．７８６２＊＊

（２．６９８５）
０．９０７８＊

（１．８４０２）
０．２４８１
（０．５３８４）

０．２３２２
（０．４９６２）

ＪＲ＿ＦＮ
０．００２０＊＊＊

（４．９７３３）
０．０００２＊＊

（２．１４６２）

ＭＡＲ＿ＦＯＲ
－０．０１６５
（－０．８３５０）

－０．０２６４
（－１．４６５７）

东部地区
０．０７９２＊＊＊

（３．３９７７）
０．０１６３＊＊＊

（３．２７３５）
０．００４７＊＊＊

（３．０５４２）
０．０３７１＊＊＊

（２．９７６１）
０．０２６２＊＊

（２．６２７２）
０．０３０１＊

（１．９７６２）

中西部地区
０．００６８＊＊

（２．３９７３）
０．００３０＊＊

（２．０９０９）
０．００９５＊＊

（２．０３８３）
０．００４４＊＊

（２．７３３３）
０．００３８＊＊

（２．４１２５）
０．００２５＊＊

（２．６３６０）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Ｒ２　 ０．４６１３　 ０．４６８２　 ０．４８８０　 ０．４５２７　 ０．４６７０　 ０．４６９３

观测值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注：①回归由ＳＴＡＴＡ１２．０估计得出。＊、＊＊、＊＊＊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条件下统计显著，括号中为Ｔ值。②限于篇

幅，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只对应各方程列出核心变量（ＳＰＥ＿ＥＲｐ、ＳＰＥ＿ＥＲｍ）的系数值。③以下各表的基本统计值解释

同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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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我们比较两类环境规制指标对产业升
级的影响。从经验研究的结果来看，两个指标与产
业技术复杂度的交互项系数都较小，特别是市场化
规制工具发挥的作用还远不够。为了便于比较，我
们采用改进的标准差无量纲化法①对两类环境规

制指标进行处理，见图１。可以看出，就整体而言，
中国环境规制依然以行政投入力量为主，对市场化
工具———排污费等的使用不尽完善。比较而言，市
场化程度和产业发展层次较高的沿海省份更加倾

向于使用市场化规制工具，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
区，环境规制依然以行政化工具为主。这也佐证了
假说１，说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系相比于中西部

地区更加完善，因此环境规制推动产业升级的效应
更加明显。
根据研究假说２，相比于行政化环境规制工

具，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更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
新和技术进步，对于促进产业升级具有更大的潜
力。以无量纲化指标为基础，我们单独进行了两类
规制工具对产业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②，见图２，结
果显示，两类规制工具对产业升级均具有一定程度
的正向冲击，但市场化规制工具对产业升级冲击的
作用明显强于行政化工具，并在长期内呈现递增
趋势。

图１　各省份两类型环境规制工具使用情况

图２　行政化、市场化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注：图２中（ａ）（ｂ）分别为行政化环境规制工具、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产业升级的脉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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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改进的标准差无量纲化法γ′ｉ，ｔ，ｎ＝（γｉ，ｔ，ｎ－γｎ，ｍｉｎ）／（γｎ，ｍａｘ－γｎ，ｍｉｎ），γ′ｉ，ｔ，ｎ为第ｉ个省份，第ｔ年，第ｎ个规制指标标准
化处理后的值。

脉冲响应函数基于ＶＡＲ模型框架下得出，限于篇幅具体步骤未列出，感兴趣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为了验证假说３，我们加入各省份资源禀赋与
产业特征的交互项，考察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对不
同特征产业份额的影响，如表１中（２）（５）所示，人
力资本丰裕的地区，在密集使用高素质劳动力的产
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的技术研
发和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自然资源禀赋与自然资
源使用密集度交互项系数为正，但并不完全显著，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发展对于资源的依赖度减

轻。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如表１
中（３）（６）所示，核心变量的系数仍然正向显著。同
时，我们发现金融深化度与外部融资依赖度交互项
系数显著为正，印证了Ｒａｊａｎ和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的研
究结论，金融市场发达对于产业升级具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市场接近度与外商投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且为负，表明外商投资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不明
显，这与中国引进的外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本
密集型而缺乏技术密集型等高、精、深的项目有关，
而这些转移项目的引入并不能很好地提升产业发

展的水平和层次。综上，假说３中人力资本丰裕、
金融市场发达能够对产业升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的论断得到验证，而由于产业升级对于传统资源、
市场接近度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因此经验研究
不支持假说３中自然资源禀赋与市场接近度对产
业升级具有积极推动效应的论断。

（二）稳健性检验
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

我们采取了两类指标，分别是行政化指标和市场化
指标。在表１的基本回归中，从两类指标的回归结
果看，核心变量的系数值均是高度正向显著的，且
系数值大小也较为接近，各方程加入控制变量后虽
然核心变量的Ｔ值有所下降，但仍在１％条件下显
著，各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符号也基本一致，
这说明回归是稳健的并有意义的。
那么，前文的结论基于用ＳＰＥ指数来衡量产

业技术复杂度是否具有特殊性呢？为此，考虑到中
国产业技术水平的实际情况，我们用产业对技术资
本的密集使用程度（ＴＥＣ）表示产业技术复杂度，
使用各产业的研发投入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

这一指标，结果见表２。

表２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ＥＣ＿ＥＲｐ
０．００１６＊＊＊

（１０．８１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２．８７６２）
０．００１２＊＊＊

（３．８９９０）

ＴＥＣ＿Ｅｒｍ
０．００１５＊＊＊

（２４．９６１１）
０．００３６＊＊＊

（１１．１２１２）
０．００１８＊＊＊

（１０．８４８０）

ＨＲ＿ＩＥ
０．０８０３＊＊＊

（１６．６４０１）
０．０７８１＊＊＊

（１６．５７７１）
０．０２４０＊＊＊

（４．４８５５）
０．０２１１＊＊＊

（３．８９９１）

ＺＲ＿ＮＩ
０．０４５５
（０．４６１２）

０．６７６７＊

（１．９７１２）
１．０６７３＊＊

（２．１６００）
１．０７９０＊＊

（２．６６２３）

ＪＲ＿ＦＮ
０．００２８＊＊＊

（５．２８５７）
０．００１９＊＊＊

（４．０５０１）

ＭＡＲ＿ＦＯＲ
０．０１９４
（０．９８９０）

０．０２３３
（１．２８００）

东部地区
１．０２１３＊＊

（２．７７９３）
０．５４４０＊＊

（２．６７９６）
０．４５３６＊＊

（２．７８８０）
０．０３７３＊＊＊

（２．９７６３）
０．０２６０＊＊

（２．６２７８）
０．０３０６＊

（１．９７６０）

中西部地区
０．０７２２＊＊

（２．４３１５）
０．００３８＊＊

（２．０４１３）
０．０１５４＊＊

（２．３５５５）
０．０５７８＊＊

（２．７６４１）
０．０１１３＊＊

（２．３８２５）
０．００５２＊＊

（２．１７００）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Ｒ２　 ０．４４９０　 ０．４５３８　 ０．４８６３　 ０．４３１７　 ０．４５００　 ０．４６４１

观测值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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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不仅看
到核心变量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交

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同时系数值大小也与表１中估
计的接近，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Ｒ２值也
基本符合预期。就区域差异而言，不论在哪个方程
中，核心变量的系数值均是东部显著高于中西部，
进一步支持核心假说，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
区，技术创新和复杂程度更高的产业将会获得更多
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市场接近度与外商直接投
资的交互项系数在表２中虽不显著，但符号由负变
正，这主要与以ＴＥＣ 来衡量产业技术复杂度有
关，ＴＥＣ侧重反映的是产业对技术和智力要素的
依赖程度，而市场接近度越高的地区在吸引外商投
资中更能获得“技术外溢”效应，但这种影响仍不显
著，同样反映出中国目前吸引外资项目的水平和层
次有待提升。因此无论是对核心变量的检验结果
还是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都说明回归是真实而

稳健的。
（三）内生性问题及其处理
根据前文的研究结论，环境规制强度将会影响

产业升级，那么不同区域的产业发展是否也会影响
环境规制的水平和强度呢？中国东、中、西部之间
产业发展现状具有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以发展新兴
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趋势，中西部地区依
然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的发展来推动地区经济。由

于产业发展程度不同，对环境带来的污染程度自然
不同，因此，不同地区的排污标准和环境规制就具
有显著差异。
同时，在产业增长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各地区

随着产业内技术溢出的增强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

提高，势必影响环境规制的标准和强度。基于此，
我们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优化升级之间具有

一定的内生性。当环境规制指标分别为 ＥＲｐ、

ＥＲｍ时，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统计量为１６．２９和９．３９，
相伴概率ｐ分别为０．００９及０．０９，即证明环境规
制是内生的①。内生性存在会导致ＯＬＳ估计结果
可能是有偏和不一致的，通常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合
适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通常要与内生性变量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又要与残差项不相关。根据国内外
众多学者的做法（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能源指标
通常用来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因此本文参照
傅京燕和李丽莎（２０１０）的做法，使用已对各种能源
指标进行综合的标准煤②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

量，同时选用解释变量滞后项作为当期自身的工具
变量。
接下来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ＴＳＬＳ）和

广义矩估计法（ＧＭＭ）分别对表１和表２中的方程
（３）（６）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３、表４的方
程（１）－（４）。

表３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Ｐ＿ＥＲｐ
０．００３８＊＊＊

（６．４５２３）
０．４２２３＊＊＊

（３．４９２０）

ＳＥＰ＿ＥＲｍ
０．００３１＊＊＊

（３．９２１５）
０．６３８４＊＊＊

（３．５１１２）

ＴＥＣ＿ＥＲｐ
０．００２９＊＊＊

（５．７７１０）

ＴＥＣ＿ＥＲｍ
０．００２０＊＊＊

（３．７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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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ａｕｓｍａｎ内生性检验表明在１％、１０％条件下，可以拒绝ＥＲｐ、ＥＲｍ的外生性，即证明环境规制变量存在内生性。

国外文献对工具变量的选择是：Ｃｏ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使用两类工具变量，分别是Ｅｄｅｒｉｎｇ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计算的国家
减污成本指数的加权值、Ｈｅｔｔｉｇ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对各行业污染物密度估计和各州各行业的增加值。

本文使用的标准煤指数是将各种能源指标进行综合折算而成，限于篇幅未具体列出计算过程。



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Ｒ＿ＩＥ
０．０５５２＊＊＊

（１３．１９２１）
０．０４２３＊＊＊

（５．１３２２）
０．１１１７＊＊＊

（１１．３８７２）
０．４３９２＊

（１．９８２２）
０．５１８０＊＊

（２．５１１５）
０．９００３＊＊

（２．７２９１）

ＺＲ＿ＮＩ
０．９０３０＊

（１．８３２２）
０．９５８２＊

（１．９１９１）
０．２０７３
（０．３５１１）

０．５５０１
（０．９８２７）

２．０６７３
（０．１３１３）

２．５９４２
（０．４５５６）

ＪＲ＿ＦＮ
０．００７８＊＊

（２．２２２０）
０．００２３＊＊

（２．３２２０）
０．００５４＊＊＊

（２．８６６０）
０．００９６＊＊＊

（３．８６３０）
０．０２３３＊＊＊

（４．９１５５）
０．１１５６＊＊＊

（６．１９１１）

ＭＡＲ＿ＦＯＲ
－０．０５８７
（－１．５７１１）

－０．０９３６＊＊

（－２．４９１８）
０．０１８０
（０．７８１３）

０．０２１３
（０．２９１８）

－１．１９７９
（－０．９１２２）

－０．００９６
（－０．４２０１）

东部地区
０．１８７７＊＊

（２．５８３５）
０．０６１３＊＊

（２．２７００）
０．５４７７＊＊

（２．１５６１）
０．３４００＊＊

（２．４８３０）
０．４８０５＊＊＊

（３．１６５０）
０．２９７４＊＊＊

（３．７４５５）

中西部地区
０．０２５６＊＊＊

（２．８９２３）
０．０２７８＊＊＊

（２．８４９１）
０．０１６２＊＊

（２．１７８０）
０．０２０３＊＊

（２．１７７６）
０．０１２１＊＊

（２．０３１０）
０．０１９９＊

（１．９１２８）

过度识别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４８６４　 ０．４２３１　 ０．３８７７　 ０．４３４０　 ０．４５５４　 ０．３１１１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第一阶段Ｆ　 ３８．３１２３　 ３５．４８３３　 ４８．３２７６　 ４５．１２３２　 ３３．７４１０　 ３１．６４３０

第一阶段偏Ｒ２　 ０．２０２２　 ０．１９８３　 ０．２５３１　 ０．２３２３　 ０．１８８８　 ０．１８０６

第二阶段Ｒ２　 ０．５５２２　 ０．５８５５　 ０．５０２４　 ０．５１１１　 ０．５９００　 ０．５９３５

观测值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注：为检验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是否相关，列出第一阶段Ｆ和偏Ｒ２；Ｓａｒｇａｎ检验是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有效，是否存在

过度识别问题。
表４　ＧＭＭ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Ｐ＿ＥＲｐ
０．０００８＊＊＊

（７．７００７）
０．４７６４＊＊＊

（３．８３１８）

ＳＥＰ＿ＥＲｍ
０．００１８＊＊＊

（３．２２００）
０．６７３３＊＊＊

（３．５６０８）

ＴＥＣ＿ＥＲｐ
０．０１１６＊＊＊

（５．１４１２）

ＴＥＣ＿ＥＲｍ
０．０２９４＊＊＊

（２．６８００）

ＨＲ＿ＩＥ
０．０５５５＊＊＊

（５．９６１２）
０．０４２３＊＊＊

（４．４５７７）
０．１１１７＊＊＊

（７．５６３３）
０．４３９２＊

（２．０１１０）
０．８５５０＊＊

（２．３２３０）
０．９４５１＊＊

（２．６３５５）

ＺＲ＿ＮＩ
０．９０２２＊＊

（２．４７３２）
０．９５８４＊＊

（２．５５０３）
０．２０７７
（０．５１１８）

０．５５０１
（０．４５１３）

２．０６７０
（０．８１６３）

２．６２８２
（１．２３３２）

ＪＲ＿ＦＮ
０．０００７＊＊

（２．５１１５）
０．００３３＊＊＊

（３．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６＊＊＊

（３．２３７７）
０．０００９＊＊＊

（３．９０１８）
０．０２２１＊＊＊

（５．９５９０）
０．１５２６＊＊＊

（３．９３２２）

ＭＡＲ＿ＦＯＲ
－０．０５８５
（－０．５１００）

－０．０９３４＊＊

（－２．５４６６）
０．１７６２
（１．６６１０）

０．０２１０
（０．６３００）

－１．２９７５
（－０．８６１５）

－０．０４５６
（－０．１７５６）

东部地区
０．２７３３＊＊

（２．６０２２）
０．０７８１＊＊

（２．５０２１）
０．４７７６＊＊

（２．２５９０）
０．３３９０＊＊

（２．６４９２）
０．６６４６＊＊

（２．２８９０）
０．３０７２＊＊

（２．３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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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中西部地区
０．０２５０＊＊＊

（２．８３７３）
０．０３５３＊＊＊

（２．８１７６）
０．０１７７＊＊

（２．４４１３）
０．０１５６＊＊

（２．１７７０）
０．０２０４＊＊

（２．４６１１）
０．０６７９＊＊＊

（３．１８７６）

过度识别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４７６３　 ０．５３４５　 ０．３９８９　 ０．４８３０　 ０．３２０６　 ０．４１１１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５８８２　 ０．６０１０　 ０．５６６７　 ０．５８７３　 ０．６０９０　 ０．６２８３

观测值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６６７

　　注：ＧＭＭ估计在大样本条件下是渐进有效的。

　　在表３中，第一阶段的Ｆ值均大于１０，根据

Ｓｔａｉ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的研究，在最小二乘估计中，
第一阶段的Ｆ值大于１０，且偏Ｒ２均达到０．１以上，
证明了选取的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之间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表３、表４中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值平均都在

０．３０以上，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集
的选择是较为合理的。从核心变量来看，环境规制
强度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交互项系数仍保持高度

正向显著，东部地区核心变量系数值仍显著高于中
西部地区。且就模型整体而言，在最小二乘法和

ＧＭＭ法估计下，交互项系数值有了不同程度的提
升，这表明，由于环境规制指标存在内生性，在初步
回归中低估了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但对内
生问题的处理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我们再来看其他控制变量在内生性问题处理

之后的变化：不论是最小二乘估计还是 ＧＭＭ 估
计，（ＨＲ＿ＩＥ）、（ＪＲ＿ＦＮ）交互项的系数、显著性与

ＯＬＳ估计的较为一致，因此支持表１中我们对假
说３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丰裕、金融发展
水平高是推动地区产业升级的有利因素。值得注
意的是（ＺＲ＿ＮＩ）系数的显著性有所提高，但依赖
资源提升产业层次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ＭＡＲ＿

ＦＯＲ）系数整体来说依然是不显著的，说明外资的
进入并没能有效促进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和ＧＭＭ 估计法在一定程度上处理
了内生性问题，但得出的回归结果基本与前文一

致，这说明此前的判断是可信的，回归方程也是有
效稳健的。

（四）基于区位商考察各产业在全国的相对
份额

此前的研究中，我们的产业升级标准是以省份
为单位得出的绝对份额，为了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
是否会影响各省份各产业在全国分工中的地位，我
们采用以总产值度量的区位商Ｓｔｒｕ（ｑｗ）ｉｊ＝（ｙｉｊ／

ｙｉ）／（ｙｊ／ｙ）①来衡量某产业在全国的相对份额。
限于篇幅，文中只列出了以（ＳＰＥ）度量产业技术
复杂度的ＴＳＬＳ、ＧＭＭ回归结果②，见表３、表４方
程（５）、（６）。结果表明，核心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且系数值变大，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不仅会影响
某地区内部的产业绝对份额，且会在更大程度上改
变产业在全国分工中的地位，影响其在全国的相对
份额。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产业技术复杂度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
“双重差分模型”，根据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中国区域及
产业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
究认为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较高的环境规制水
平会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优化产业内部的资源配
置效率，提升产业层次。虽然中国的环境规制已经
对产业升级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环境规制
强度与产业技术复杂度交互项系数值较小，说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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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ｙｉｊ表示区域ｉ中ｊ产业总产值，ｙｉ 表示省级区域ｉ所有产业总产值，ｙｉ 代表产业ｊ的全国总产值，ｙ为全国所有产
业的总产值。

本文还进行了以ＴＥＣ度量产业技术复杂度的区位商回归，结果支持基本结论，限于篇幅未列出。同时本文还以
增加值、投资额来度量区位商，不论是哪种方式，核心变量都是高度显著的。



中国整体来看，产业层次和环境规制虽然已经发展
到一定高度，但是由于产业层次和环境规制总体水
平仍然偏低，因此，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的效果
还有待提高。就区域差异而言，东部地区环境规制
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这说
明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高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
制体系也更加健全，因此环境规制促进产业升级的
效果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而不同的环境
规制类型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实
证分析表明，市场化规制工具相比行政化规制工具
能够更大程度地推动产业升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
沿海省份更加倾向于使用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
产业升级同样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丰
裕、金融市场发达都将对产业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而随着产业的发展，产业升级对于传统资源、
市场接近度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
为了进一步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积极

作用，我们认为以下方面需要重点关注：首先，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环境规制体系。一方面，我们应进一
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刺激整个行业在治污技术和
生产技术中实现创新，从而在高治污水平之上实现
治污减排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并依靠技术的提升增
强产业竞争力，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和结构优化。另
一方面，还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实际，
制定差异化的、合理的、动态的环境规制标准，避免
限定在某一固定的静态标准，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
升级持续的刺激作用。其次，政府应注重优化环境
规制的调节手段，在行政化环境规制工具和市场化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过程中，未来应更多使用市场
化规制工具，如排污费（税）、可交易排污许可等，让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中发

挥更多的积极作用。最后，还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
和金融资本在推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并在吸
引外资中更多偏重高科技、绿色产业的引入，以更
好地促进中国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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